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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美德

蔡　仲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科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科学实践的美德态度。如果没有一种态度，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内容、知识、

理论及其方法，就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出现。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把握了
对科学思想理论的分析能力、实验技能，更在于他们还具备了特定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源于严格的科
学训练和健康的科学文化。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长期的教育或规训，这种美德才能内化为科学家活动的
一种文化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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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科学哲学开始了自

然主义转向，即从实践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文

本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合理性问题。这种自然

主义转向同样引起了对科学精神的重审。科学

精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已出现在各类科

技哲学和伦理学教材中。科学精神无疑是人们

的行动指南，但是在现实中却屡遭践踏，甚至还

变成了欺骗的修辞术。在不少的学术欺骗、造

假、作伪证等丑闻中，没有一个专家承认自己没

有遵从科学精神，而是不断以此来布道，高调加

欺骗屡见不鲜。

问题出在哪儿？自然界是肯定不会撒谎

的，科学精神也不会有错，问题就出在少数科学

家和专家可能撒谎这一点上。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科学精神不仅仅是体现在文本中，更

应该体现在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中。对于如何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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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动中的科学精神？本文尝试从“科学美德”
这一角度给予思考。

　　一、科学美德

科学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它特殊的研究
主题和方法，或科学哲学所规范的一组严格的
逻辑或方法论，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在从事科学
研究人员的价值观及其所引导的行为，也就是
科学家的“科学美德”之中。这种美德就是科学
家关注经验证据的科学态度。“科学是由一组
实践定义的，这些实践植根于研究科学的人所
坚持的价值观之中……关注经验证据并自愿根
据新的经验证据来改变其理论。”［１］（Ｐ９）科学美德
是一种有道德的行为。“道德行为之所以道德，
是源于实施这一行为的人之美德。品德美好的
人品德就是高尚；道德是美德之人所做。”［１］（Ｐ７０）

自１９８１年《德性之后》出版以来，阿拉斯代尔·
麦金太尔（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ｌｎｔｙｒｅ）被公认为是２０
世纪的主要道德哲学家之一，是美德伦理复兴
的领导者。实践概念在 Ａ．麦金太尔的分析中
起着核心作用。虽然他对于美德伦理（以及相
关的实践概念）的研究较少受到科学哲学的关
注，但ＳＴＳ学者与科学史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他
的思想价值。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名科学
家，不仅仅意味着获得把握思想理论的能力，甚
至实验技能；还意味着成为某种人，发展特定的
自我概念，并体现特定的品质，包括从严格的学
科训练到培养良好的科研美德［２］。科学美德会
使科学家关心经验证据，严格按照科学共同体
所共享的一套行为规范行事，树立正确信仰，让
科学家把科学视为探讨自然规律和造福人类的
工具，而不是获取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和经济
利益谋取功名的手段。

哲学家李·麦金太尔（Ｌｅｅ　Ｍｃｌｎｔｙｒｅ）曾讲
过一个关于科学美德的例子。在美国佐治亚州
的亚特兰大市举行的一次美国天文学会会议
上，英国天文学家安德鲁 · 莱恩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ｙｎｅ）被安排在众多同行面前做大会报告，因为
他发现了环绕脉冲星的一颗行星。莱恩在著名

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这一研究结果。但
这一惊人的发现与天文学家的常识相冲突，因
为脉冲星是一颗超新星爆炸后恒星的产物，从
理论上讲，这颗脉冲星应该摧毁接近其轨道的
任何物体。就在去亚特兰大的前几个星期，莱
恩突然发现他的计算中有一个关键错误，他及
时进行了修正，随后这颗行星就消失了。因此，
开会那天，站在同行面前的莱恩没有报告自己
的发现，也没有为自己找借口，而是直接将他的
错误告诉大会同行，并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出错，
随后同行起立鼓掌。“这是我见到的最值得尊
重的同事”，一位在场的天文学家说：“具有美德
的科学家对他人要非常诚实，这就是你刚刚亲
眼目睹的事情”［１］（Ｐ１８３）。

长期以来，科学哲学一直都认为科学体现
在其独特的方法论之中，科学推理过程比人类
其他任何活动更具合理性，因为后者渗透着人
类行为中的社会因素、偏见和利益等。因此，科
学哲学家花了大量时间去争论方法论问题，试
图将科学与非科学进行划界，以寻求科学的独
特之处。从柏拉图到波普尔，哲学家们一直试
图寻求某些认知或逻辑特征，以把科学与其他
信念或活动区分开来。因此，科学美德的问题
就不在科学哲学的讨论范围之内。然而，劳丹
（Ｌａｒｒｙ　Ｌａｕｄａｎ）明确指出：划界问题消亡，根源
在于科学哲学一直在寻求一组充分而必要的逻
辑或标准。“也许确实不存在一组‘认识特征’，
它们 被 我 们 称 之 为 科 学 的 所 有 学 科 所 共
享。”［３］（Ｐ１１２）“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必要与充分条
件，我们绝不能说这是科学的，那是非科学的。
而不能提供这类划界标准的条件，就完全不能
胜任所期待的任务。”［３］（Ｐ１１９）“在科学与非科学
之间，或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不存在分界线。
这会赢得大多数哲学家的赞同。”［３］（Ｐ１１２）事实
上，某些科学家会冒险去研究哲学问题，但发现
哲学家的所谓科学方法论通常与科学事业关系
不大。正如库恩所说：由教科书“所获得的科学
观根本不符合产生这些书的科学事业……我们
在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被教科书误导”［４］（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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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曾注意到科学美德的重要性，他认
为科学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事实上，从某种
意义上说，波普尔似乎觉得批判态度比其证伪
主义更为重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
本人的明确的陈述：如果他的理论在某些检验
中遭受失败，那么他就认为他的理论是站不住
脚的。例如，他因此写道：‘如果由于引力势的
光谱线红移不存在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
不住脚。’这与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条态度绝
然不同……爱因斯坦那时正在寻找判决性实
验，判决性实验与他的预见一致根本不会证实
他的理论；而不一致的话，正如他第一个强调
的，会表明他的理论站不住脚。我感到这才是
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它与那种经常声称要为他
喜爱的理论寻找‘证实’的教条态度是截然不同
的……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
判的态度。”［５］不过，波普尔认为，理解这种“批
判态度”的最佳办法是把它化归作为分界标准
的方法论原则或规范，一种逻辑的解决办法。
波普尔将科学发现的语境与哲学家为科学进行
辩护的语境加以区分，因为科学家实践活动的
复杂性可能会威胁到他的逻辑分界解释的美
感。这无法满足他的逻辑分界标准，还会弱化
他的批判态度的力量。

当然，关注证据并不意味着要排除经验以
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证据对理论不具有
充分决定性。但这里所指的关注经验证据，就
是指必须要排除偏见和不诚信。费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ｅｙｎｍａｎ）就捕捉到了科学美德的价值：“科学
就是防止我们撒谎的东西。”［６］科学美德使我们
可以判断某些科学家是否在践行科学的真正价
值。如果我们关心经验证据，并用它来建构我们
的理论，我们就处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反之，
我们就会深陷意识形态、偏见或造假的泥潭中。

　　二、科学美德的规范性

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关心证据，并愿意根
据证据来改变其理论。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
把科学美德还原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就是

说，具有良好科学美德的人表现出优秀的品质，
如谦逊、认真、豁达、理智、诚实、好奇、自我批评
等。科学美德必须用科学家的行动来衡量。但
这些行动不是由个人来判断，而是必须由科学
共同体来判断。科学美德的标准不仅是要得到
个人的支持，更主要的是它们由科学家共同体
来开发并维护，例如开发并维护一套科学诚信
的规范。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美德是一个规范
性，而不是描述性的心理或社会性论题。

物理学家古德斯坦（Ｄａｖｉｄ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给出
了一个“自我纠正”的术语。他认为，我们很难
期望个别研究人员通过“自我纠正”来质疑其工
作的有效性。相反，“自我纠正”是指“整个科学
共同体”实施的经验审查方法［７］（Ｐ７９）。劳丹也认
为，科学家那种“能促进他那一时代的知识价值
的实现的信念……是科学家个体行为的合理性
的必要条件”［８］，而科学共同体是保障实现这一
信念的团体。众所周知，《科学革命的结构》一
书中矛盾的“范式”定义备受争议。库恩在该书
的后记中，对正文中的范式进行了重新界定。
他认为，“我们能够、也应当无须诉诸范式就界
定出科学共同体；然后，只要分析一个特定共同
体的成员的行为就能发现范式。”［４］（Ｐ１５８）从共同
体的实践去界定范式，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就会
把自己看作去追求同一组共有目标的群体，这
组目标包括从学术能力与科研规范上去培养与
规训他们的接班人，使得共同体内部能进行相
当充分的交流，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这就意
味着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这种导向也包含着科学美德。正如库恩写道：
“（自然）完全不会尊重观察者的愿望和欲望，自
然界相当有能力提供决定性的证据，以反对不
能与之匹配的行为中的虚假假设。”［９］与波普尔
不同，库恩并没有将这种美德化归为科学方法
论规则，没有把自己绑在任何形式化判定标准
上。在这一点上，库恩深受维特根斯坦描述的
“家庭相似性”观点的影响。科学家的解题能力
与科研规范并不能由具有精确性的逻辑来界
定，规则无法完全决定行动，解题能力与科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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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意义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被科学家所把握。
这就是在过程中所得到的只可意会的实践感
知，“它只能得之于科学实践，而不是纸上谈
兵”［４］（Ｐ１７）。

在《德性之后》一书中，Ａ．麦金太尔揭示出
美德的本质和功能。Ａ．麦金太尔认为，一旦我
们理解了共同体实践的规范特征，我们就能认
识到参与者必须具备某些品格才能践行共同体
的目标。Ａ．麦金太尔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首先将这些品质理解为美德，即思维的习性、行
动和感受的方式，以体现实践中的卓越典范。
其次，美德可以建立在现有倾向上，但它们主要
是获得性的优良品质，能使人们按照某些方式
行动。但这需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模拟、重复
和纠正等方面的引导。美德是“通过实践”而习
得的，至少有这样两种意义：一是美德是通过实
践而获得的良好习性，而不是一个事后才反思
的道德义务或计算效率的一个智力过程。二是
美德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我们的共同
体实践中学到的。作为实践的新手，我们可以
模仿我们的老师，并从他们的反馈中不断纠正
我们的行为［１０］（Ｐ１８４－２０６）。

科学美德，用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
话来说，就是科学场域的基本入场券之一。“入
场券”使人们能够进入科学共同体的门槛。能
够进入科学场域的人应该握有两张相辅相成的
“入场券”。第一张是人们通常关注的进入科学
场域的科学家的研究能力，即库恩所说的解题
能力。事实上，布尔迪厄还注意到第二张“入场
券”，即科学美德，如“无条件地顺从无功利之心
的指令”［１１］（Ｐ８７）。其实，即使社会建构论者解构
了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问题，他们也还是承认
默顿的规范，如无私利性。在《利维坦与空气
泵》一书中，夏平与沙夫指出科学的有效性证明
源于科学家的无私利性的绅士身份，即绅士是
独立自由的，不会受权势、金钱等束缚，实验结
果因而更为客观而可靠。“没有利害关系的自
由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自由地汇集于实验的现
象四周，创造出已被证实的事实”［１１］（Ｐ８７）。这种

无私利性是“科研信用”的基础，布尔迪厄发现，
所有诺贝尔奖的得主都可能表现出拱手相让第
一名的无功利性的愿望［１２］。研究科学，必须有
一个好的道德出发点。科学美德是科学事业的
必要的核心部分。布尔迪厄认为，作为第二张
入场券的科学美德，要内化为科学场域中的一
套习性。习性是指一种“处理一些问题的实践
意识，以及处理那些问题的合适方法的概念”，
“而不是将之作为一种符合逻辑和实验方法的
一些清晰的规范性知识意识”［１１］（Ｐ６６）。用 Ａ．麦
金太尔的话来说，就是“德性不仅是按照某些特
殊方式去行事的气质，也是以某些特殊方式去
感觉的气质”［１０］（Ｐ１８８）。科学家是由科学场域长
期规训所造就的研究者。场域对科学家的活动
具有决定性导向与塑型的作用。科学美德，只
存在于具有充分道德范畴的科学家的认知活动
之中，它是科学家投身科学领域而接受的长期
规训和确认行为的产物，科学家也因此被赋予
特殊的道德认知范畴。这种分辨式的责任感只
有那些已积聚了足够的入场券的人才能很好地
领会与把握。“科学实践的根本目的就是造就
一位科学家的各种习性的生成，其中的大部分
生成都是无意识的、可转换的，并且趋向于自我
生成。”［１１］（Ｐ７１）“它已成为博弈的意识或科学的
习性，许多世纪以来都对研究和研究成果起着
实际的控制作用。”［１１］（Ｐ８５－８６）科学美德应成为科
学家的虔诚信念，它能够帮助其抵制各种偏见
的污染。

　　三、学术造假与欺骗

科学场域的入场券———科学的研究能力与
美德，是科学家在科学场域里接受的长期规训
所造就的习性。这两张入场券是相辅相成的。
正如Ａ．麦金太尔所说：“品格的卓越与理智是不
能分离的……智慧是一种理智德性；没有这种
理智德性，品格中的任何德性就难以践行……
理智德性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品格德性是来自
习惯性行为实践……这两种道德教育是密切相
关的。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先天的那些气质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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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德性，我们就必须按照正确的理性逐渐锻
炼那些气质。理智的运用使一种先天气质与那
种相应的德性有了根本。反之，实践理性的运
用需要品格德性；否则，它从开始就会堕落成为
或者仅仅维持一种把手段与任何目的———但不
是真 正 的 善———联 系 起 来 的 狡 诈 能 力 而
已。”［１０］（Ｐ１９４－１９５）也就是说，缺少学科专业能力训
练的人，或这种训练不足的人，容易陷入学术造
假之中。反过来，缺少品格德性的人会把科学
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也容易陷入学术欺骗之
中，谈何践行认知德性。这类人往往是专业资
质不精，在科学标准上并不追求卓越，也没能力
进行相关的深入研究。但为了增强自己的科学
地位，常常在科学研究上直接或走捷径地进行
造假或欺骗。同时，这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
不择手段地攻关，毫无人格地坑蒙拐骗，最后可
能借助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的力量上位，
在与真正的科学家的博弈中最终获胜，攫取了
要害部门位置或利益，结果是其专业资质充其
量二三流，却变成了一流大师或跨专业的一流
学者。这就是布尔迪厄称作日丹诺夫主义的法
则［１１］（Ｐ９７）。韩国的科学家黄禹锡，正是因为学
术造假，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他从事科学研
究的目的不是求真求善，而是为了把自己打造
成韩国的“国家英雄”。这个事件出现以后，韩
国的一批ＳＴＳ学者专门对黄禹锡的学术政治
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
的成果。这些研究揭露出黄禹锡为了提高自己
的资源权力和学术地位，一方面大肆进行科研
造假活动，另一方面玩弄学术政治，以迎合意识
形态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使用夸张
性的语言、蛊惑人心的专业和民族主义的词汇，
活跃于新闻和公众交流之中，调动各种政治和
经济资源，诱惑韩国政府相信他在干细胞研究
中的成果将引领这个领域的下一代科研范式，
因而使韩国成为这个领域的领跑者，目的是使
其干细胞的研究进入韩国的国家议程。黄禹锡
玩弄学术政治的丑闻表明，这是他个人的学术
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一种错误的交集。

黄禹锡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代表。这类科学界
的劣币逐良币的现象，往往造成极为有害的社
会影响。

（一）社会危害
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克服决

策失误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技的力量。在《学
术与政治》一书中，韦伯指出人类以政治、宗教
或经济等价值为名义进行的活动，科学没有能
力去做裁决。想假借科学之名来评断某一个价
值比其他价值更有科学性，是行不通的。这就
是韦伯所称的“价值中立”的根基所在。政治
家、行政人员与科学家的价值取向不同，其博弈
性相互依赖。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习
得模式而运作。行政组织只有依附于政治，才
能为政治所用。科学则不同，它不必屈从于行
政人员的既定目标，在知识问题上保护中立，与
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要有清楚的判断力，这才
算科学家的真正美德。科学必须相对独立于政
治，才能更好地为政治提供服务。这种自主性
之所以必要，并非完全是为了在象牙塔中从事
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让科学与政治之间能进行
建设性沟通。

然而，在世界多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中，我们不乏看到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身影，他们
往往不愿意和无能力守住专业底线，但嘴上却
大谈科学精神或态度，不深入第一现场，走马观
花式地行走于会场和官场之间，最后出问题了，
却以“自然界的不确定性”来掩盖自己的失范和
无能。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这种掩盖是错误
的。一方面，事件爆发之初，科学家和专家掌握
的证据是不确定的，这没有问题。因此，他们面
临着误判的风险。然而此时非认知价值，也就
是我们经常讲的科学美德，如诚信、资质性与责
任心等，这个时候就发挥着关键的或合法的导
向作用，能尽可能地降低误判的风险，而缺少这
一种资质的专家，靠日丹诺夫法则上位的专家，
根本无法或不能以完全诚实的态度来直面科技
问题，往往只会签字画押作伪证。另一方面，爆
发的原因出自专家的误判，不管这种误判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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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何，这类专家的伪证行为本身就促成了不
确定性。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事件责任推给不会
说话的病毒和自然。病毒和自然不会撒谎，真
正的科学也不会撒谎。但这一类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在关键时刻的伪证会使事件进一步恶化，
使社会陷入困境。

反过来看，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这一类系统问题时，政府获取科技依据的工作，
必须由具有科学美德的高度称职、高度负责、高
度诚实的科学家来进行。如在科学史上，巴斯
德被称为进入科学王国最完美的人：一是求真，
二是求善。１９世纪末，当炭疽热病开始肆虐法
国时，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首先深入现场，到
法国农场去直面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方
面对疫情的可能爆发持有非常敏感的专业态
度；另一方面他凭借高超的政治磋商技巧，利用
细菌和狂犬病毒，将法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特别
是政府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成功地研制出炭疽
菌疫苗、狂犬病疫苗等多种疫苗，有力地阻止了
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进一步蔓延。不仅挽
救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还挽救了处在困境中的
法国的支柱产业：畜牧业、酿酒业和养蚕业。因
此，巴斯德在科学史上被称为是进入科学王国
最完美的人。大家知道拉图尔有一本书叫《法
国的巴斯德化》，他讲的就是“求真与求善”的巴
斯德。巴斯德这样的科学家既懂业务，又懂政
治，具有很高的情商和智商。他对重大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具有非常敏感的专业洞察力，同时
还有高超的政治磋商和沟通能力，能游走于科
学和政治之间，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获取及时、
可靠、有效的决策依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搞的形式主义就没有
立足之地。因此，要想通过科技成功地应对重
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专家证词的真实性一定
要高于公关的重要性。政府与具有真才实学、
科学美德的科学家及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解
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在社会层面上，科学美德之所以特别重要，
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科学结论充满着各式

各样的不确定性，如气候人为变暖怀疑论者坚
持向科学家索取更多的证据，以证明全球变暖
的确是由人类行动所引起的。而疫苗抵抗论者
坚持认为，疫苗与孤独症存在着重要的关联。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拒绝科学成果的人呢？
通常是把这些人斥为非理性的，但这样做通常
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源于科学本身的
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不从科学美德的角度去阐
述科学解释的优越性，我们就无法在科学研究
中培养科学精神，也无法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科
学精神，也就无法保障科学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学术造假
学术造假，按照传统的看法，就是故意在科

学的信息流中插入谎言。然而，按照古德斯
坦———一位研究了学术造假长达数十年的物理
学家的说法，大多数进行学术造假的人并非那
些故意在科学中插入谎言的人，而是那些想走
捷径的投机取巧的人。“在科学界，将谎言引入
科学中的做法是很少见的。”学术造假者“几乎
总是相信他们向科学记录中注入真理……然
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遵守贯穿在整个科学研
究过程中的科学方法之要求”［７］（Ｐ２）。他们会有
意缩短科学家必须遵循的研究过程。学术造假
者往往缺乏科学美德，他们不会遵从搜集经验
证据的最严格方法。没有证据而又想出名成
家，就只有走捷径。这种捷径包含伪造数据、Ｐ
图或剽窃等明确的科研不端行为，还包括许多
存在于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最普遍的问题就
是在申请和实施科研项目时、报审或评审科研
成果时，用不实、浮夸、蒙骗等方式上报与夸大
自己的成果。如我们现在常见的现象之一就
是，只要是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的文章，都被说
成是重大突破，为自己的晋级升迁编造不实之
词。

在处理科研诚信问题时，大学或相关管理
机构往往不愿意使用“造假”“剽窃”这两个术
语，而是尽可能使用“不当的研究行为”等委婉
的语言来指称。这种行为很容易被说成是“白
壁微瑕”之事，通常以撤回文章了事，并预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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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可被原谅的行为。然而，这种说法模糊
了有意欺骗和无意欺骗之间的界线。如数据编
造和伪造与不当数据存储是否存在共同之处？

事实上，即使是“不当的研究活动”，如“糟糕的
数据存储或保留”“未能报告重复数据或图片”
“过度解释研究结论”等，也代表着科学美德的
缺失。这种做法不仅不诚实，而且还是故意不
诚实。不遵守贯穿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方
法的严格要求，这种行为就是“偏离了公认的做
法”，必须加以制止。对这类造假行为不加以制
止将会使科学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科学界长
期容忍不端行为，会导致研究人员自己有时也
很难判断他们是否处于造假的边缘，很容易陷
入自欺欺人的境地，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学术
造假。这与欧文·朗缪尔（Ｉｒｖｉｎｇ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所
称的“病态科学”非常类似，即“这个人总是认为
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但被自我欺骗误导成愚
蠢”［７］（Ｐ７０）。然而，“即使自欺欺人不是欺骗，它
可能是通往欺骗道路上的一步……我认为我们
需要认真对待这样一个想法，即从自我欺骗（如
傲慢）开始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欺骗。这里的
问题是，容忍或沉溺于自我欺骗足够长的时间，

这是 否 侵 蚀 了 我 们 对 待 科 学 的 应 然 态
度？”［１］（Ｐ１７８－１７９）。因此，学术不端行为、认知偏见
与病态科学等都是危险的，即使我们不认为它
们构成欺骗，但如果不加控制，它们就很可能削
弱人们对待科学美德的尊重，从而导致学术造
假。如果科学美德是我们的标准，当我们发现
学术不端行为时，就应该及时点名予以揭露。

这将对他人起到威慑作用，并对整个科学共同
体发出学术诚信的信号。科学研究是依靠科学
共同体的价值观来自我维持与约束的事业，科
学研究中的个人行为要接受科学共同体的审
查。如果这一过程能健康良序发展，人们就会
发现并自觉揭露各种类型的学术造假行为，不

管这些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如果忽略了这
些，科学研究就可能不是一个诚信的事业，科学
事业就将崩溃。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德性将教育
其成员哪种行为会给他们带来功绩和荣誉，哪
些行为是违法的，并且是不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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